
活力与温度：技术赋能让城市更“幸福”

早在 2003 年 1 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加快建设数字浙江支

撑平台，积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处理技术，深度开发经济、社

会等各类信息资源，逐步形成面向城乡、以中心城市为基本单位的信息资源集成、

应用与共享系统。”

文  张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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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浙江、杭州时指出：“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

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

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

景广阔。”

新一代的数字化浪潮，使

信息技术赋能城市治理逐步成

为新时代推动幸福城市发展的

内在需求和必然选择。从“数

字杭州”“天堂硅谷”到“一

号工程”，再到“持续擦亮杭

州数字经济金名片”、吹响打

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

号角，杭州顺应、引领了数字

经济这一发展大潮，将“数字

化基因”植入城市治理的全过

程、各方面。以高水平打造“幸

福示范标杆城市”为目标，杭

州的城市数字治理可归纳为以

下三个重要议题。

第一，数字治理中的数据

壁垒问题。《大数据时代》作

者维克托 • 迈尔 • 舍恩伯格认

为，政府不需要去补贴和建立

所谓新兴产业，只需要开放政

府的数据，就能培育一个新的

增长点。“十三五”期间，杭

州市积极响应国务院提出的“互

联网 + 政务服务”，以“最多

跑一次”改革为契机，编制了《杭

州市政务数据资源目录》，广

泛探索公共数据之间的共享交

换。特别是 2017 年以来，围绕

市域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要求，

杭州搭建了以城市大脑中枢系

统为核心的市本级公共数据交

换平台，打通了政府等公共部

门的数据交换，较好实现了数

据的归集和使用。尽管如此，

部门数据壁垒仍未彻底消除。

比如：在浙江省的统一要求下，

各区级部门大多使用省级系统，

批量数据向市、区县回落较为

困难，甚至出现区县部门上传

的数据自己都没有权限使用的

窘境；纵使是可获取的开放数

据，也存在数据实时性较差、

真实性存疑、颗粒度不一致等

问题，使得基层业务部门在履

行职能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部门数据壁垒背后反映的

是现行条块体制与数据统一归

集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可以说，

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导致相关

部门往往基于自身部门利益各

← 杭州城市大脑精

密智控防疫系统

↓ “智能亚运一站

通”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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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政，而非站在整体性政府

的视角来规划信息系统建设、

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区县的数

据资源管理部门反映，各个部

门依然习惯于将相关数据归集

给其直属的上级单位，而非实

现同层级部门间的数据打通。

这就在地方政府横向管理中形

成了数据资源相互断裂的“信

息烟囱”，严重制约了政府数

据的共享。

第二，既有组织架构下的

“系统”兼容性问题。浙江省

在 2018 年发布的《浙江省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

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中

提出了“四横三纵”的七大体系，

为地方政府组织架构的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指引。2017 年杭州

市正式设立了数据资源管理局，

截至 2020 年 9 月，杭州市下辖

的 13 个区县市（不含钱塘新区

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都

设立了专门的公共数据治理机

构或直属事业单位性质的数据

资源服务中心，以项目管理为

载体，为业务部门间的数据共

享和数字化应用建设提供指导。

当前面临的是数据归集难度问

题。杭州市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起步较早，各级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都已建立了多个信息系统

或开发了若干数字化应用。尤

其是对于财政、交通运输等垂

直管理程度较深的部门，日常

工作中往往需要使用大量的信

息系统，如交通运输局内部存

在 100 多个业务系统、某区财

政局有 43 个信息系统，街道、

乡镇层面的信息系统甚至高达

80-90 个。“四横三纵”的组织

架构出台后，各职能部门的一

些重要业务系统必须接入“城

市大脑”的中枢架构，进一步

增加了系统建设和应用的负担，

也进一步加大了数据归集和共

↑ 杭州城市大脑运

营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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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难度。

第三，技术管控和城市活

力的平衡问题。在技术赋能城

市治理的过程中，杭州市创新

了一系列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

数字化应用场景，“30 秒酒店

入住”“20 秒景区入园”“10

秒找空房”“先离场后付费”

等典型应用场景，这些都较好

地改善了游客、市民的体验。

与此同时，城市治理也应注意

避免“技术管控”带来的基层

负担过重等问题。实践中，职

能部门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有

着明显的偏好，突出表现为更

加侧重效率、指挥、决策，对

于电子监督、政民互动等类型

的应用偏好程度则相对较低。

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政府治理的

传统模式在数字政府时代的延

伸——政府更注重发挥数字技

术向企业、市民单向“递送”服

务的作用，而较少运用信息技

术建立公共服务或社会治理中

的合作共治、公民参与等模式。

此外，还应避免基层“唯技术

论”倾向。自从“网上办事”“掌

上办事”成为技术治理的首选

要求，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被大大压缩，虽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规范业务流程、规避工作

争议，带来技术性效率，但也

压缩了一线行政人员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处理特殊情况的空间，

淡化了政府的人格形象，弱化

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情感性”

关系属性，产生“治理疏离”

风险，进一步抑制了城市活力。

城镇化进程中，以技术赋

能数字治理的初衷是通过数字

技术向民众的增量赋权，加快

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高城

市居民的幸福感，而不是“为

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使技术

成为凌驾于社会群体之上的机

械工具。城市管理者应把握好

数字治理“温度”和“效率”

的平衡，以人为核心，增强民

众在城市数字化升级、政府数

字化转型中的幸福感。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院长、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新型

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
↓ 开办企业实现

“分钟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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